
摘要：根據當代中國的語境，本文梳理了「民間宗教」和「反叛」等概念，並據界定的

範疇分析了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中期民間宗教的反叛。本文發現，由於農業合

作化運動和糧油統購統銷對農民的利益造成傷害、1958年大躍進對農民過度勞役、

1959至1961年的大饑荒讓農民的生存危機感加劇，一些信仰民間宗教的農民意識中

的「千年王國」觀念被激發，在形形色色的民間宗教首領的鼓動下，部分人鋌而走

險，走上了暴亂這條不歸路。民間宗教首領的構成比較複雜，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

在向上社會流動中的受挫者；而參與暴亂的農民中，也不乏冀圖通過暴亂來謀取一

官半職者。由此可見，有必要在法制的框架下，讓民間信仰有一個生存空間，讓民

間各種懷有抱負者有一個公平的發展渠道。

關鍵詞：民間宗教　反叛　大躍進　大饑荒　農業合作化運動

一　引言：跨越時空的兩個場景

1748年，福建省歐寧縣（今南平市境內）農村有一位民間宗教女首領坐轎張

蓋，聚集信眾。他們扛抬神像，打M顏色、大小不一的旗幟，寫M「無為大道」、

「代天行事」、「無極聖祖」、「勸富濟貧」等口號，一路舞蹈跳躍，抬「菩薩」（女首

領）進縣城。當然，還沒有等這群人到縣城，官府就把他們消滅了，女首領也被殺

了1。

1748年在福建省發生的這場暴動，多多少少像一場鬧劇，不過在約二百年

後，發生在1958年山東省淄博縣的一場民間宗教暴亂，更加可謂戲劇性十足。

暴亂者穿M戲裝，足蹬粉底皂靴，佩帶演戲用的大刀、花槍，舉M大旗，鑼鼓

開道，發動暴亂。當警察追捕這夥人時，由於他們身穿戲裝行動不便，狼狽不

堪，有參與者問首領：是不是脫了戲裝跑？首領說：「已請示了仙師，可以。」2

當然，最後誰也沒有跑掉。

中國農村的反叛與民間宗教
（1957－1965）

● 李若建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3年8月號　總第一三八期

學術論文



48 學術論文 其實，幾百年來民間宗教就沒有少給統治者製造麻煩，更加不乏留下讓今

人看來荒謬絕倫，大惑不解的記載，但是其中種種也應該讓今人有所反思，這

正是本文的出發點。本文是筆者前些年兩篇論文的延伸，一篇是2000年發表的

〈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盪及控制〉3，另一篇是2010年發表的〈民間宗教的

輓歌：1950年代初的「水風波」〉4。前一篇論文對1950年代的社會動蕩，特別是

民間的叛亂情況，作了輪廓性的描述，但是沒有對各類叛亂作進一步的分類研

究；後一篇論文通過「求雨」、「神水」等事件，對新中國成立後民間宗教的式微

作了分析，論文的最後一段指出，到1950年代後期，民間宗教主要以反抗的形

式出現。從研究民間宗教的角度講，本文是這篇論文的續篇。

本文把研究時限設定為1957至1965年，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考慮到這一時

期發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即1957年反右運動、1958年大躍進運動，1959至1961年

大饑荒，以及饑荒過後的「四清」運動；其二是時間上與〈民間宗教的輓歌〉一文

對接，可以作為該文的延伸。

二　概念與資料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民間宗教」和「反叛」，無論是概念還是資料，均存在許

多含糊的地方，因此特別需要明確這兩方面的若干問題。

（一）概念的界定

引言提到1748和1958年的兩次暴亂，多多少少有點相似，均有兩個關鍵詞

牽涉其中：一是「民間宗教」，二是「反叛」。因此，在這�有必要把兩個概念澄

清一下：

（1）「民間宗教」。這是一個相當含糊的範疇。在本文中，民間宗教包含三方

面的內容：一是傳統的會道門中的宗教部分；二是少數民族中的一些民間信仰

（不包含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主流宗教）；三是由民間自己創立的宗教。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會道門」是一個在近代才產生的概念，主要是指不被

官方認可的秘密或者半公開的民間社會團體，其中大部分是一些民間宗教組

織；一般會把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社會團體（如青幫、紅幫、哥老會等）也列

入會道門的範疇，不過1949年後這類組織在中國大陸基本絕Ã，因此本文中提

及的「會道門」指的是民間宗教組織。此外，民間宗教中不乏利用宗教謀取個人

利益的人，對於這種人，筆者稱他們為「神職中介」，就是指在「神」與人之間擔

任中間人，藉此謀利。

（2）「反叛」。過去國內學者在研究民間反叛時，喜歡使用階級鬥爭的話語，

把1949年以前的反叛稱為「農民起義」，把1949年後的反叛稱為「階級敵人暴

亂」。毫無疑問，階級鬥爭是存在的，不過現實是許多農村的反叛與民間宗教息

息相關，而這些宗教團體往往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

中，一些會道門組織似乎是誰傷害了他們就打誰。以江蘇省的刀會為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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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打過軍閥，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搞了幾次暴動，抗日戰爭時打過日本人，解

放初期打過解放軍5，當然這些均以慘敗告終。鑒於實際情況，本文把1949年後

的「民間反叛」界定為：民眾（可能是少數人）對基層政府的實際或者策劃中的暴

力行動，這種行動有的含有政治動機，但是多數並沒有政治圖謀。

（二）研究資料

在研究當代中國社會變遷時，除了搜集資料困難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

是如何鑒別資料的可信程度。這個問題在研究民間宗教，尤其是會道門時特別

突出。以研究會道門為例，筆者所能見到的資料基本上都是官方的資料，或者

有官方背景的資料，而缺乏會道門自身的資料，這樣多多少少會影響研究的結

果。官方資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但是也存在幾點不足之處：

第一，誇大事實。有些地方志似乎把會道門的能量有所誇大，例如河北省

涉縣宣稱，1950至1964年破獲暴亂案件82起，抓獲道首251人，其中判死刑

2人，判有期徒刑24人，管制32人6。換句話說，從1950至1964年的十五年間，

平均每年發生會道門陰謀暴動案件5.5起，幾乎平均兩個月發生一起。筆者以

為，這些所謂「暴亂」，部分應該是民間宗教的聚集活動而已。

第二，濫用階級鬥爭話語。在官方的文獻中，由於先入為主地把民間宗教定

性為敵對勢力，因此，往往用階級鬥爭的話語抹黑信仰民間宗教的人士。如果民

間宗教的主要人物家庭出身是地主、富農，自然就把民間宗教引伸為敵對組織；

如果民間宗教的主要人物出身於勞動人民階層，則強調這些人的歷史污點；如果

他們沒有其他污點的話，就冠之以封建迷信。筆者在〈民間宗教的輓歌〉一文中提

及的廣東省海康縣「仙人水」事件中的主角，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仰者，官方找不

到他有甚麼劣Ã，於是說他對政府的反迷信宣傳和砸菩薩等行為不滿7。

第三，歪曲失實。一些被認為是會道門暴動的事件可能是冤案。例如，安

徽省潁上縣從1949到1978年，全縣共偵破各類政治案件716起，包含冤假錯案

158起。其中涉及所謂「會道門」暴亂的案件，如1953年「三佛門」道首暴亂案，後

來就被核實為假案8。又如1957年2月，山東省曹縣五區區長李某發現一位曾經

參加過會道門的村民張某為治病而在家中燒香求神，李提出質問，結果與張發

生衝突。李區長要其他村民把張捆綁起來，受到村民抵制，李就報告縣公安局

說發生會道門暴動，並動用民兵對付村民，結果一名基層官員開槍打死村民

3人，打傷1人，逮捕1人。事實上，這一事件與會道門無關，更加談不上暴動，

完全是基層官員激化矛盾的惡果9。這兩個案例表明，所謂的「會道門暴亂」是基

層官員炮製的冤案。

第四，交代含糊。例如1941年山西共產黨控制的山西省黎城縣境內，發生了

一起「離卦道」暴亂，對於這起暴亂的前因後果，官方的《黎城縣志》不僅語焉不

詳，而且記載前後矛盾，連暴亂發生的時間記錄都不一致。同一本縣志內，有

說是1941年10月12日，有說是10月10日，還有說是9月發生暴亂bk。關於這次暴

亂，有一篇文章比較完整地­述官方的說法，指暴亂是由仇視共產黨的舊政府官

員、地主富農子弟利用會道門主動挑起的bl。但有一位研究者在閱讀當年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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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地方官員對這一事件的一份內部調查後，認為「村民承受日軍掠殺帶來的災難的

同時，村幹部在抗日游擊戰名義下濫用權力、實行攤派，使革命帶給大多數村

民的好處付之流水，本來受到革命排斥的宗教結社由此而獲得了發展空間。離

卦道的發展又導致了它與村中的革命政權之間的不斷摩擦。但是，所謂『離卦道

暴亂』，其實是民兵『平暴』在前，離卦道『暴動』於後的一個虛構事件」bm。

由於官方文獻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在使用這些資料時採取一種不盲從

的態度，盡量尋求更多的旁證來驗證有關的說法。

三　如何理解民間宗教與農民的反叛

中外學術界關於中國的民間宗教和農民的反叛（也稱「起義」）的研究很多，

對民間宗教與反叛之關係的討論也不少，鑒於本文的研究目的，這�M重對其

中一些影響較大的研究，特別是與本文有較直接關係的研究作一些歸納，並且

提出自己的觀點。

（一）民間宗教與暴力

首先要釐清的是，民間宗教不一定會發動暴力反叛，實際上絕大多數民間

宗教是沒有暴力傾向的。歷史上不少民間宗教的反叛都是官府逼出來的，最常

見的是官府把民間宗教首領捉起來關押，信眾就造反去營救首領。中共建國

後，一些會道門暴亂也是由這種情況引發的。對於民間宗教與暴力之間的關

係，美國學者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有透徹的分析。他認為：雖然民間宗

教常常導致暴力行動，但是許多民間教派還是和平地、默默無聞地在相當長的

時期中持續存在M，沒有顛覆性成份bn。

對於民間宗教的暴力傾向之恐懼，更多是出於統治者對於自身權力的擔

憂。一些皇帝對民間宗教的戒心很重，他們害怕民間宗教的一個原因是民間宗

教可以讓民眾聚集起來。美國學者韓書瑞（Susan Naquin）指出：中國的國家政權

都認為民間宗教會對其權威構成隱患，清代一位皇帝就宣稱「京城乃緊要之地。

須立刻禁絕有人藉口進香鳴鑼揚旗」。這樣的禁令一再發布，經常在公眾場合張

榜公布bo。美國華裔學者楊慶5指出：歷史告訴統治階級，若不加以控制，宗教

力量就會被利用，有可能建立起與政權相抗衡的權力中心。楊慶5利用歷史文

獻，充分說明了當統治者認為民間宗教的傳播對政權構成威脅時，政府如何進

行控制鎮壓bp。筆者也曾經指出：中國民間宗教的分散性，加劇了宗教對統治者

的威脅。在成千上萬、遍布全國各地、沒有統一管理，只是考慮自己生存的形

形色色神職中介中，誰也不清楚有多少人是野心家。正因如此，歷代中國官府

都對民間宗教保持警惕，事實也證明這種考慮是不無道理的bq。

在傳統中國社會，除了家庭和家族之外，基本上其他社會組織極少，於是

民間宗教的組織規模和動員能力難免引起統治階層的疑慮。民間宗教在中國歷

史上長期存在，並且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其成員人口也眾多，至中共建國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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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改變。1951至1956年間在甘肅省被取締的會道門組織成員達到90萬人br，

約佔全省總人口的8%，如果考慮到會道門成員還有家庭成員的話，涉及到的人

佔總人口的20%左右。江西省在1949至1959年被管制、責令登記悔過和公開聲明

退道的道徒合計136萬人bs。江西省會道門成員佔當年全省人口總數的9%左右，

加上家庭成員，涉及到的人佔總人口的20%左右。這對政府來說是極大的威脅，

因此也不難理解民間宗教不受政府歡迎的原因。

事實上，民間宗教的反叛是鮮有成功的。美國著名政治人類學家斯科特

（James C. Scott）高度重視民間宗教與農民反叛的關係，指出農民叛亂大多被輕

而易舉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見地成功了，其結果通常都會導致一個更大的、更

具強制力的國家機器，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壓榨農民以自肥bt。

筆者認為，就算民間宗教沒有篡奪權力的野心，可都有自己的權力中心，

這點不僅讓皇帝不安，就是小小的地方官也感到如鯁在喉。因為民間宗教藐視

地方官員的權威，由此引發了不少衝突，建國前一起發生在河南省方城縣的事

件有一定的代表性。1949年4月13日，方城縣的一個區要開大會槍決一名惡霸，

於是派村幹部通知正在練功的道徒，一名道首的回答是：「你們有你們的領導，

我們有我們的領導，我們不去參加你們的會議。」這句話道出了民間宗教對基層

官員的藐視。結果區長派了幾名武裝人員去催促，道徒居然捆綁了武裝人員，

並且試圖衝擊區公所。雖然道徒相信「刀槍不入」，但是在武裝部隊的子彈下，

包含道首在內的七名道徒最終喪命ck。

（二）民間宗教為何捲入反叛？

信仰民間宗教的大部分是農民，因此有必要了解農民為何反叛。根據階級

鬥爭的觀點，農民反叛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無法忍受官府壓迫和地主的殘酷剝

削。毫無疑問，這種情況是存在的，但是這種壓迫和剝削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停

止過，為何反叛只是在某些時間和地區爆發？

可惜的是，學術界對中國民間反叛原因的研究顯得遠遠不夠。美國學者李

丹（Daniel Little）對中國農民反叛的研究作了一些綜述和分析，不過其綜述的兩

位主要學者——斯科特和波普金（Samuel Popkin）——的研究均建基於東南亞而

不是中國。當然，筆者依然充分肯定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研究對於中國民間反叛

的研究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斯科特認為，小農有一種特有的生存倫理（即一套規範），他們藉此來評價

其周圍的制度和人們。生存倫理構成了某種類似於「公正感」的東西，決定M小

農做出判斷以及在何種處境下使他們感到最為委屈，由此，他們最容易起義和

抵抗。斯科特還認為，生存倫理影響鄉村社會的所有階層：窮人、富人和有權

勢的人cl。波普金根據越南農村的政治經濟研究則認為，小農是使其個人福利或

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理性人。他們主要出於家庭福利的考慮而不是被群體利益或

道義價值觀所驅使。他們根據對結果概率的主觀估計來預估每一次反叛可能帶

來的結果，最後作出自認為能夠最大化其預期效用的選擇cm。李丹認為上述兩種

觀點都有一定道理，它們是互補而不是矛盾的。在他看來，「每種理論都闡明了

不少農民的反叛都是

通過民間宗教組織起

來的。斯科特指出民

間宗教不僅是農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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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逃避，它還提供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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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其他理論沒有充分考查的問題。⋯⋯擺在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面前的問題不是

要決定這些理論框架中的哪一個是終極真理，而是要領會和吸收每種理論對解

釋農村集體暴力的多元結構的重要洞察力。」cn

儘管農民的反叛並不等同於民間宗教的反叛，不過，事實上不少農民的反叛

都是通過民間宗教組織起來的。斯科特的觀點對理解這一問題有所啟發，他指出

民間宗教不僅是農民苦難生活中的一種安慰和逃避，它還提供另一個道德世界，

一種基於生存經驗真實的公正道德。民間宗教經過改造之後，可能與精英的宗教

和社會教義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也可能顯示了被壓迫的徵兆。由於新的教義為

社會底層的人提供了爭取尊嚴和改善生活的機會，因此他們最有可能為新教義所

吸引co。如果進一步把斯科特的觀點拓展一下，我們可以認為，民間宗教在很大

程度上為社會底層提供了改變命運的一種期望，儘管這種期望更多時候是幻

覺。斯科特還指出，當命運寄託於革命的許諾時就讓人讀出了悲哀cp。套用他的

話，當農民把命運寄託於民間宗教的許諾時，就決定了其結局的悲哀。

另外一位研究中國農民反叛的學者韓書瑞指出，農民加入會道門就是不合

常規的行為，是出於他們對未來的恐懼，因此在一些重大轉折的關頭，他們會

迅速、毫不猶豫地採取將給他們帶來新生活的暴力行動cq。

（三）民間宗教依靠甚麼讓信眾參加反叛?

大多數研究都注意到了民間宗教通過兩種手段讓信眾參加反叛：一是製造

末世的恐慌；二是提供逃避現實災難的出路。用這兩點來解釋1950年代中期至

1960年代中期中國會道門的反叛有一定的說服力，不過筆者還要加上有中國特

色的第三個因素：社會流動的機會。

首先，不少宗教都有「千年王國」的思想，這也是宗教能夠吸引人的原因之

一。簡單地說，「千年王國」的主要觀點是否定現實社會中的醜惡，描繪一個美

好的世界，允諾信徒可以擺脫醜惡的現實而進入美好的世界。中國的大多數民

間宗教多多少少都有「千年王國」的思想，最為常見的是所謂「三期末劫」：「青

陽」、「白陽」、「紅陽」三個時期，分別代表過去、現在與將來，最壞的時期是白

陽期，在民國時期，許多民間宗教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白陽期，當然宗教首領

許諾能夠帶領信眾擺脫苦難，進入極樂世界。歐大年認為，在傳統中國，宿命

論根深蒂固，是宗教領袖得以影響群眾的基礎。因此，民眾容易相信「千年王

國」的「末劫」，相信教徒可以刀槍不入，不可戰勝cr。韓書瑞指出，信徒參加反

叛，是因為他們信奉的「千年王國」意識形態引導他們相信其行動會取得成功；

至於是生是死，則取決於他們在與劫變相關的大災難中的角色cs。毫無疑問，在

中國歷史上許多民間宗教反叛的最初階段，「千年王國」都是鼓動民眾的一種激

勵，一直到1950至1960年代依然如此。

「千年王國」思想有時會讓一些信眾慷慨赴死，由此產生不少悲劇。1949年

後，中國的會道門製造了一些集體自殺、甚至是集體屠殺的駭人聽聞事件，特

別突出的有：1963年，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一名會道門信徒要「升天成佛」，砍死

自家7人，砍死親戚4人和探親串門的1人，重傷1人。被砍死的家人面容安祥，

大多數研究都注意到

了民間宗教通過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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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曾經掙扎和搏鬥的Ã象，似乎有從容就義的心態ct。1971年7月8日，吉林省

延吉縣一名道首組織33名道徒喝農藥「集體升天」，導致25人死亡，死者年齡最

大的七十歲，最小的十幾歲dk。1976年7月，四川省安縣會道門煽動「劫運」恐怖

說：「劫運已轉到四川，地震以成都為中心成為汪洋大海」，祖師爺會派慈船接

信眾回西天。27日凌晨，道首呼籲信眾上慈船，邊走邊唱，帶頭跳塘，跟M跳的

有61人，事件造成41人死亡dl。

由此可見，一些民間宗教的「千年王國」誘惑讓信徒暫時把生死置之度外，

加入到完全沒有勝算的暴亂中。這種行為在旁人看來是飛蛾撲火，但是在信徒

心中，或許帶有從容赴義的悲涼。

其次，免災度難的應許也是民間宗教流行的一個原因。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指出，伴隨義和團運動在華北的蔓延而廣泛流傳的降神附體儀式，其

實既是一種宗教現象，也是由憂慮引發的重大行為，其中對飢餓的擔憂是重要

的因素之一。他同時指出存在一種可能，就是被迫挨餓的人通過降神附體，將人

體內的自然止痛化合物β－內啡 釋放出來，緩解飢餓之苦，進行自我安慰dm。

雖然這種說法把民間宗教的一些行為與飢餓時人體的生理變化聯繫起來，似乎

有些「玄」，應該等待更多的科學實驗證明，但是根據古今中外的歷史，可以認

定的是，饑荒是暴亂的誘因之一。

大躍進時期，社會最主要的災難是饑荒與疾病，因此爭取糧食與避免疾病

是民間宗教吸引民眾的法寶。1950年代初期，在中國的西南地區廣泛流傳民間

宗教散布的一些讖言，如「空空空，四方米糧要集中，餓死貧窮漢，氣死富家

翁」dn。雖然這一讖言主要在西南地區傳播，但是在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記載，

如山西省孝義市的「天也空，地也空，四方糧米要集中，餓死貧困漢，撐死殺人

精」do。雖然讖言看來像是無稽之談，但是1959至1961年的大饑荒似乎印證了這

些讖言。這樣一來即加深了一些信徒的信念。

1959至1961年大饑荒期間天津市一些會道門散布傳言說當時是「饑餓劫」dp。

1959年湖北省谷城縣發生了1949年後當地最大的一次武裝暴亂，首領自稱是「神

農架派來的仙人」，參加暴亂者120多人；口號中包含「人民吃飽飯」和「打開倉

庫，統一平分」等dq。1960年山西省晉南與晉東南專區發生會道門復辟26起，他

們以「入道渡荒」為口號發展組織dr。1960年四川省宣漢縣發生的一場會道門暴

亂，組織者散布「今年有十悲十難，要洪水齊天，大降瘟疫」，提出「田地自種自

收，取消公共食堂，打開糧食〔倉〕吃飽飯」，涉及暴亂者多達千餘人，搶走糧食

5萬餘斤，宰殺毛豬138頭ds。1960年廣西省田林縣的「普渡道」恢復活動，在一次

降乩求雨活動的經文中宣揚：「錦繡中華一畫圖，無端烽火擾京都。眾等且看羊

外海，慢看貪污樓上樓⋯⋯三兩載，這中國，不安穩⋯⋯大眾人民到此來，全

心好意起壇齋。人有誠心神下降，各身安然得免冤。」dt

再者，民間宗教中還流淌M向上社會流動的欲望。「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這句成語源於漢代的傳說，說的是一位修行成仙者把自己的家人和所有動物一

併帶上仙境的故事。其實，這個傳說體現出中國民間一種根深蒂固的向上社會

流動的欲望，也就是相當部分民眾期望通過參加民間宗教活動來改變命運。中

國傳統社會中科舉制度的存在，讓普通民眾有一條狹窄但相對公平的上升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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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道；同時，中國歷史上不斷發生的王朝更替，也讓民眾有「皇帝輪流做，明年到

我家」的觀念。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作為一個典型的草根平民，成為民間野心

家的榜樣，或許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明朝開始民間宗教的暴力活動加劇與朱的

示範效應有關。韓書瑞在研究民間宗教的反叛時指出，白蓮教對不能通過科舉

制度獲得社會地位上升的人來說，也許是一種替代品，並且提供了一個向上流

動機會ek，這一觀點是有道理的。

中國民間宗教的一個特點是「皇帝」特別多。歷史上的草根「皇帝」數量無法

估計，1949年以後全國到底有多少人想當「皇帝」恐怕也難以統計，不過估計數

以千計並不為過。筆者見到有全省數據的有甘肅和山東兩省。甘肅省在1950至

1972年間就先後發生26起稱皇立帝的案件，出了29個「皇上」，當中有23位是會

道門信徒和神職中介，當然這些只是被擒的「皇上」el，至於沒有被擒的、自娛自

樂的「皇上」有多少，誰也搞不清楚。山東省想當「皇帝」的似乎更多，從1954至

1984年間，偵破會道門案件2,503起，挖出想當「皇帝」的會道門頭子217名em。一

些地方雖然沒有全省數據，但是局部地區的「皇帝」也多得驚人。江蘇省徐州市

在1954至1985年先後抓獲會道門道首和骨幹458名，其中有「皇帝」21個，「娘娘」

29名，「總理」、「宰相」、「元帥」等40多名en。安徽省阜陽地區僅僅在1957年就

挖出31個「皇帝」和一批「娘娘」eo。河北省的沙河縣居然在3,500多名道徒（僅是退

道者，實際道徒會略多一點）、42名道首中產生了14名自稱「皇帝」者，平均約

250名道徒、3名道首中就誕生一位「皇帝」ep。

更有甚者，一些民間宗教直接奔向北京故宮的「龍椅」而去，似乎覺得坐上

「龍椅」就登基成功。1962年10月3日，吉林省長嶺縣「九宮道」道首宋某領M他封

的四名「保駕大臣」，攜帶M其製造的「天旗」、「國旗」，混入北京故宮太和殿。

宋自稱是「佛主」、「皇帝」，叫喊「社會主義到頭了」，闖進護欄坐上寶座，升朝

登基當「皇帝」，當場被捕，事後被處決eq。做皇帝夢的人，一直到1980至1990年

代在中國還不乏其人er。

民間宗教不僅是「皇帝」數量多，而且想當「皇帝」者更是前仆後繼。浙江省

文成縣的「七星會」在1950、1954和1955年先後產生了三代「皇帝」，其中兩個發

動了暴亂es。雖然這些「皇帝」難逃死罪，但是「帝王將相」的誘惑還是讓信眾蠢蠢

欲動。1961年，浙江省青田縣的100餘名「七星教」教徒聚集一起，殺豬宰羊，祭

拜天地，封官點將，陰謀暴亂et。

民間宗教的首領自己想當「皇帝」，自然也要給信眾封官許願，民間宗教除

了「皇帝」多，還有「王侯將相」多。許多有關民間宗教的記載，往往說封了多少

「娘娘」和「王侯將相」，因為這些官爵都是特別廉價的——「皇上」可以信口開河

封賞。例如1959年河北省雞澤縣破獲的九宮道復辟案，涉及到雞澤縣的有道徒

306名。其中，「大臣」24名，「省官」6名，「州官」12名，「縣官」42名，被封官的

人數居然佔道徒的27.45%fk。有時向上流動的許諾要到來世才能實現，山東省

郯城縣的九宮道對信眾的許諾是：「來世能為官為宦，大盤主當皇帝，中盤主當

京�一品官，小盤主也能放個縣長。」fl

民間宗教在虛幻的層面上，滿足了社會底層民眾的向上流動欲望，這是其

具有社會動員能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或許這也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民間宗教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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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突出差異。中國的民間宗教不僅給信眾一種逃離現實苦難的安慰，而且還給

信眾一種出人頭地、從被壓迫者成為可以壓迫別人的壓迫者的許諾。

四　大躍進之後的民間宗教活動情況

1957至1965年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特別的時期，其中大躍進與大饑荒更加是

當代中國社會比較動蕩的一個階段，在這一時期的社會動蕩中，民間宗教起了

相當重要的作用。例如河北省張家口地區在1960、1961兩年發生的陰謀暴亂有

9起，其中3起是由會道門直接組織的fm。在三年困難時期和隨後幾年內，由於饑

荒導致地方政府管治能力下降，一些地區的會道門趁機復辟，相關案件大增。

以甘肅省天水地區為例，會道門復辟案件在1962年為14起，1963年61起，1964年

59起fn。分析這一時期的會道門情況，對全面了解這段歷史是有價值的，同時也

有助於理解中國的民間宗教變遷歷程。由於會道門活動重新活躍，僅1960年一

些自然災害嚴重的地區就發生會道門復辟案件900餘起，為此，1963年公安部專

門發出〈關於堅決打擊會道門復辟活動的通知〉fo。

表1列出1957至1965年間中國各地發生民間宗教暴亂和預謀暴亂的情況，共

牽涉23省。在分析表1之前，特別要指出的是，在各類文獻中，對「暴亂」並沒有

一個準確的定義，特別是對所謂的「預謀暴亂」的界定便很隨意。前面指出，中

國民間宗教的一個特點是「皇帝」特別多，在中國歷史上，除了皇帝本人外，任

何其他人稱帝的行為就是「犯上作亂」，因此筆者估計，有些被認定預謀暴亂

者，可能並沒有真正準備暴亂，其行動只是自娛自樂的「稱帝」鬧劇。

從表1中可以看出，1957、1958、1960年是三個發生暴亂或企圖暴亂的高峰

年份，因此有必要對這三個年份的背景作一分析。如果套用斯科特的「生存倫

理」觀點，可以發現這幾個年份都是農民的「生存倫理」產生危機的時點。

1957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年發生了影響重大的反右運

動，人們對這年的集體記憶，似乎都集中在反右運動上，而把這一年發生的許

多事情，特別是民間發生的事情給遺忘了。事實上，1957年是發生各種「神

水」、「神藥」事件的高峰期：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發生48起（1956年才16起）fp。

「神水」、「神藥」事件，明顯與民間宗教相關。

1957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躁動不安的年頭，民間對農業合作化、糧油統購

統銷政策的不滿達到一個高潮。其實在反右運動中，相當部分右派的意見是集中

在農業合作化、糧油統購統銷方面fq。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民間宗教領袖利用農民

的不滿，謀劃和發動暴動就比較容易。例如，當年安徽省「韓朝太陽」暴亂首領聲

稱將有大災難降臨，三人中殺死二人，只有加入他們方可避免災難fr。四川省綿竹

縣「蓮花佛國」暴亂，組織者規定參加者只能是：沒飯吃、受壓迫的人，和尚、老

道，開過佛堂、吃過長齋的人，鬧糧的人、退社的人、自動投靠的黨員、團員、

幹部fs。有意思的是，鬧（缺）糧、鬧退社正是當年農村主要的社會問題之一。

1958年是大躍進的高潮時期。大躍進時期的種種傷害農民權益的行徑，為

會道門首領的宣傳煽動提供了非常生動具體的材料。例如湖北省宜昌縣的一名

1957年對中國人來說

是一個躁動不安的年

頭，民間對農業合作

化、糧油統購統銷政

策的不滿達到高潮。

其實在反右運動中，

相當部分右派的意見

是集中在農業合作化、

糧油統購統銷方面。

一些民間宗教利用農

民的不滿，謀劃和發

動暴動就比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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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及
　   縣區

省市

表1　1957至1965年發生民間宗教暴亂和預謀暴亂的縣區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北京 房山*

河北 興隆* 遵化 雞澤* 永年、 永年* 城、臨城 武安*

峰峰礦區*

山西 黎城、定襄、

五台*

遼寧 凌源

吉林 輝南 雙陽 榆樹 前郭*

黑龍江 訥河

江蘇 常熟 銅山 邗江*

浙江 天台 蕭山 青田 富陽、蕭山

安徽 壽縣、舒城* 靈璧、宣城、 舒城 黟縣

蒙城

福建 建甌、福鼎* 莆田 福清

江西 上饒*

山東 樂陵 嘉祥、淄川*、 淄川、益都、 臨淄*

東明 滕縣、定陶

河南 盧氏、鄧縣、 西峽

登封*

湖北 竹溪 谷城* 宣恩*

湖南 新寧 新寧

廣東 廉江* 連南*、陽山* 新豐、新會

廣西 融水* 岑溪*

四川 綿竹、南江 崇慶、南溪*、 南江* 三台、蘆山*、 安縣

滎經*、德陽* 宣漢*

貴州 仁懷、清鎮*、 息烽、望謨*、 水城* 畢節* 甕安*

黔西*、普安* 施秉*

雲南 騰沖、彝良、 魯甸* 永善* 永勝、鎮雄* 尋甸*

富寧*

陝西 嵐皋*、略陽* 商南 戶縣*

甘肅 靖遠 平涼 靖遠 永登*

青海 大通 貴德

合計（起） 22 26 7 23 5 9 2 3 5

說明：

1、凡資料來源（1）有記載的，均以其為準，由於頁碼眾多，不一一註明；凡不屬於資料來源（1）的，在

表格中標「*」，參見資料來源（2）的相應出處。

2、由於很難明確會道門陰謀暴亂的開始時間，因此一般以案發的時間為準，其中青海省貴德縣的陰謀

暴亂案，案發時間為1966年，但是有明確記載其活動開始於1963年，因此在表中列入1963年。

3、一起暴亂只記錄一次。有些暴亂涉及多縣，如1957年略陽暴亂涉及三個縣（略陽、寧強、勉縣），但

表中僅記一處（略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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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道門首領宣傳說，一些世界末日的預言已經實現了，並且以當年的移民併村

的大搬家為證ft。

此外，農民在大躍進期間承受了巨大的勞役，因此在一些工地上，或是出

現了農民逃跑，或是發生了暴亂，這些暴亂有的規模相當大。如1958年12月廣

東省崖縣（現屬海南）發生暴亂，參加者近3,000人。當時，暴亂者殺死水庫工地

主任等4人。暴亂平息後，有105人以反革命被判刑，其中8人被處死刑，7人判

處死緩，2人被判無期徒刑gk。由於受到過度的勞役，在不滿的民眾中，有相似

信仰的人往往容易找到共同語言，因此有的暴亂份子利用民間宗教進行組織活

動。1958年福建省建甌縣躍進公社組織200餘人燒炭、挖礦、煉鐵，幹部、群眾

吃睡在爐前、山上。有不滿者利用原來的刀會，組織「順天會保民軍」暴亂，殺

死鄉長及其兄弟2人。平暴中當場擊斃會首3人、逮捕並處死4人gl。

雖然學界對1959至1961年大饑荒導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規模有不同觀

點，但是比較嚴謹的學術研究均認為真實的死亡規模不會低於官方統計。1960年

是大饑荒最嚴重的年份，按照官方的統計數據，1960年全國總人口為66,207萬

人，與1959年的67,207萬人相比，淨減少1,000萬人gm。如此巨大的災難讓一些災

民鋌而走險，由此引發了一些民間暴亂，這些暴亂到1960年達到高峰，其中不

乏民間宗教的身影。

當時的饑荒和疾病流行，讓一些民間宗教有了發展空間。遼寧省莊河縣一

神漢自稱是「小白龍」化身，1961年乘缺糧之機，以自己能搬運糧食發展道徒gn。

饑荒更加成為一些人組織和煽動暴亂的口實。有些會道門暴亂與糧食短缺有

關，至少1962年之前在山東省臨清縣就發生過這種會道門搶糧的暴亂go。1960年

河北省永年縣「三教堂」道首利用疾病流行而發展道徒125人，於12月13日晚帶領

四川省是大饑荒中人

口損失最慘烈的地區

之一，因此一些民間

宗教首領以饑荒作鼓

動。三台縣總人口從

1957年底的105.8萬

人下降到1961年底的

96.1萬人。1961年

後，社會經濟狀況緩

慢恢復正常，民間宗

教的暴亂事件也呈現

下降趨勢。

貴州：清鎮，清鎮市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共產黨清鎮縣歷史》，第一卷（貴陽：貴州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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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人企圖佔領永年老城，建立「中京」登基gp。永年縣的會道門似乎特別活躍，

1961年1月又有以曹某為首，串連糾合八個村的「還鄉道」、「梅花拳」、「黃沙會」

等道徒陰謀砸搶糧庫，進行暴亂gq。

山東益都縣「紅槍會」於1960年3月21日發起暴亂，打死幹部1人，打傷7人。

暴亂者被擊斃4人，被捕13人。事後發生了大量捕人的情況，僅第一季度共捕

2,048人。如果聯繫到當年的情況看，這次暴亂可能有饑荒的因素在內。1960年

春，益都縣所在的濰坊地區農村糧食嚴重緊張，全區外流人口達41,783人，死

43,775人（其中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浮腫病患者達22萬人，牲畜數量也大幅

度減少gr。益都縣的情況比全地區的整體情況還糟糕，1960年全區人口出生率

17.73‰、死亡率23.62‰、自然增長率–5.89‰；益都縣人口出生率16.38‰、死

亡率33.52‰、自然增長率–17.14‰gs。

四川省是大饑荒中人口損失最慘烈的地區之一，因此一些民間宗教首領以饑

荒作鼓動。1960年四川省三台縣有民間宗教首領稱：「今年是劫運年，天上要放

瘟疫，神仙要下凡打仗，屍骨堆山，血水成河，人要死百分之八十，天要幹三

年，敬神者可免」，並且策劃暴亂gt。當年的三台縣饑荒情況確實是觸目驚心。

該縣總人口從1957年底的105.8萬人，下降到1961年底的96.1萬人，1958至1961年

連續四年出現人口負增長（死亡率高於出生率），這四年的死亡率分別為37.28‰、

45.8‰、37.29‰、22.05‰hk。要指出的是，三台縣的情況並非四川最壞的。

1961年後，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緩慢恢復正常，從表1可以看出，民間宗教的

暴亂事件呈現下降趨勢，相信與此有關。

五　民間宗教人員情況

如前文所分析，民間宗教的首領發動暴亂，並能讓信眾參加暴亂，是因為

民間宗教提供了一種虛幻的向上社會流動機會。民間宗教是一種草根宗教，其

絕大部分成員，無論是首領還是信眾，其實都是普羅大眾，因此在無法通過其

他正常渠道得到他們認為是公平的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時，他們就容易被升官

發財的美夢所誘惑，並最終鋌而走險，發動和參加暴亂。

1957年，山東省東明縣農民鄭根榮用傳道的方式招兵買馬，預謀暴動。他

們參照鄉村劇團排演古裝戲的形式，立朝廷、冊娘娘、封百官。他們置辦莽袍、

玉帶、黃背心、黃馬褂，還準備了大刀、長矛、鐵 、抓®等兵器，書寫了兩

張聖旨，欽定朝代名稱為「明朝順立、德茂水」。1958年事敗，17人被判刑hl。此

「皇帝」案是筆者見到的一件比較全面記載會道門主要成員個人資料的案件。從

表2中可知，在被判處徒刑的17名成員中，以出身成份論，中農7人，貧農7人，

兵痞2人（按當年成份劃分標準，兵痞不是成份，估計此2人的成份應該是勞動人

民，只是為了彰顯其劣Ã而強調其當過兵的經歷）；首領是農民出身，由此可

見，真正可以列入官方所謂「階級敵人」行列的人基本沒有。從性別上劃分，男

性14人，女性3人，以男性佔絕大多數；女性3人當中有2人是屬於「娘娘」級別的

人物。在年齡分布上，30歲以下4人，31至40歲5人，41至50歲3人，51至60歲

5人，各個年齡組分布大致平均。這一案件讓人困惑的是首領年齡只有三十四

民間宗教是一種草根

宗教，其絕大部分成

員，無論是首領還是

信眾，其實都是普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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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可他封的兩個「娘娘」年齡分別是五十二歲和五十六歲。從這些人自己任命

的官職來看相當滑稽，顯示他們對皇權下的官僚體系一知半解，基本上是按照

戲劇中出現過的官職和科舉頭銜來任命。這些人基本上屬於烏合之眾，其命運

也是注定要失敗的。

1957年公安部曾經對38個暴亂案的60名主要成員作出分類，其中屬於傳統

意義上的階級敵人36人，原來不屬於階級敵人的工人、農民、轉業軍人、小學

教員、基層幹部24人，這些人之所以造反是因為受到紀律處分、失業、失學、

被清洗，對農業社分配、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或工資待遇不滿等hm。雖然公安

部分析的對象並不完全是民間宗教的暴亂，但是筆者認為，民間宗教的情況也

大體如此。

由於資料收集的困難，我們無法全面對參與民間宗教暴亂的人員作統計，

因此以下只能是根據零散的資料作歸類分析，要說明的是，以下事例並不都進

行或者預謀進行暴亂。

第一類是民間宗教的首領和信徒，這類人最多：

1950至1972年間，甘肅省對全省29位「皇帝」作了統計，其中會道門份子

18位，迷信職業者5位，敵對階級份子4位，其他2位hn。1958年福建省福鼎縣白

雲寺的叛亂首領是一名老會道門首領、被判刑二十年的逃犯ho。同年廣東省連

南縣暴亂的煽動者是一巫師，時年五十七歲hp。1960至1962年河南省許昌地區

1958年山東省東明縣

「皇帝」案被判刑成員

中，真正可以列入官

方所謂「階級敵人」行

列的人基本沒有。從

這些人自己任命的官

職來看相當滑稽，顯

示他們對皇權下的官

僚體系一知半解，基

本上是按照戲劇中出

現過的官職和科舉頭

銜來任命。

表2　1958年山東省東明縣「皇帝」案被判刑成員情況

姓名 性別 年齡 成份 自任官職 判刑

鄭根榮 男 34 農民 皇帝 死刑，立即執行

張玉樣 男 60 兵痞 閣老 死刑，立即執行

李蓮 女 52 中農 正宮娘娘 死刑，立即執行

顏三香 女 50 中農 養老官 無期徒刑

王金明 男 56 中農 保國臣 有期徒刑20年

王金亮 男 52 兵痞 國公 有期徒刑20年

王三牛 男 20 貧農 領兵大元帥 有期徒刑20年

程東安 男 31 貧農 保國將 有期徒刑15年

劉同江 男 32 貧農 先行官 有期徒刑15年

羅新太 男 28 中農 武狀元 有期徒刑15年

穆水位 男 43 中農 探花 有期徒刑15年

王書林 男 32 貧農 宰相 有期徒刑10年

朱登科 男 32 貧農 東京朝廷 有期徒刑10年

張二福 女 56 中農 東宮娘娘 有期徒刑7年

張發秋 男 50 中農 養老官 有期徒刑6年

程金 男 28 貧農 文狀元 有期徒刑5年

程連高 男 26 貧農 榜眼 有期徒刑3年

資料來源：王俊生：〈擊碎皇帝夢〉，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東明委員會編：《東明文史資料》，

第八輯（東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東明委員會，1995），頁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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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活動的首領就是一個曾經被判處無期徒刑，後被減刑提前釋放的原一貫

道道首hq。1960年12月到1961年3月，河北省邯鄲地區破獲的會道門案件中，為

首份子中有4/5是受過打擊的道首，1/5是歷次打擊中的漏網者hr。1962年山東省

臨沐縣「聖賢道」復辟的首領是一名老道徒，入道時二十六歲，案發時四十四

歲。其兒媳婦患精神病，與其同居，稱其為「龍」，這名道首也信以為真，自認

為是皇帝hs。

第二類是向上流動受到挫折的基層民眾，特別是一些受到挫折的基層幹

部。當年民間宗教成員中，基層幹部的參加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

1957年陝西省梓潼縣一位自封為「皇帝」者，1951年參加志願軍入朝參戰，

1952年因病回國。1954年8月轉業，好吃懶做，不到一年將轉業時領得的410元

補助費全部花光，成天胡混。1956年聲稱自己是「南極大仙下凡」，能治百病。

1957年成立「善朝」，代天行化，自稱為「善宗皇帝」ht。1957年陝西省嵐皋縣一位

號稱「華佗顯靈」的謀劃暴亂者，曾經在1950年初參加解放軍，1953年入青年

團，任團支部書記。1954年轉業到糧食部門工作。1955年自行離職，回家後任

農業社會計，因貪污撤職ik。1958年廣東省陽山縣的民間宗教暴亂，兩名首領

中，一名是會道門頭子，另外一名居然是對現實不滿的原民兵戰鬥英雄曾某。

他在建國前打過游擊，建國後任過副區長，曾被授予「民兵英雄」頭銜，出席過

北京召開的群英會，後因違反紀律回鄉。此次暴亂在平息過程中，叛亂者被

擊斃5人，平息後，包括曾在內的13人被判處死刑，25人被判處有期徒刑il。

1960年四川省劍閣縣土皇帝案的「皇帝」是一名被開除的糧站幹部，開始活動時

二十五歲，沒有文化，在當時擔任保健員。捲入此案的成員中有區委委員1人，

大隊書記3人，大隊長2人，其他農村基層幹部12人，黨員8人，團員9人im。1962年

福建省連城縣「先天道」成員中有大隊黨團書記、大隊長等基層幹部in。

第三類似乎是一些精神上受過刺激、教育程度不高，或者是有缺陷的人：

1957年河北省靈壽縣先天道道徒閻山林稱帝，時年三十歲，此人是一個唸

了幾天小學的瘸子io。同年安徽省舒城縣「韓朝太陽」暴亂首領因病尋巫婆為其治

療，巫婆說他是天上二公子，今後要做皇帝，從此他就裝瘋賣傻，聲稱自己要

當皇帝ip。1964年河北省定州縣「太皇佛門天道」案首領崔福來，高小文化，是一

名農民。開始活動時十七歲，成立「太皇佛門天道」時二十四歲；曾經因偷竊被

公安拘留iq。

六　討論：草根殘夢

民間宗教是極端多元的，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模式去概括。民間宗教的參與

者，特別是首領的背景更加複雜，其中有極度虔誠者、有精神似乎不太正常

者、有藉宗教牟利者，甚至也有利用宗教與政府對抗者，因此很難套用一個理

論去解讀民間宗教的反叛。不過，根據前面的描述分析，我們可以大體上把

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中期民間宗教反叛的主要原因歸納如下：即農業合作

化運動和糧油統購統銷對農民利益造成傷害、1958年大躍進對農民過度勞役、

1959至1961年的大饑荒（特別是1960年饑荒最嚴重）讓農民的生存危機感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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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合作化運動和糧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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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暴亂這條不歸路。



62 學術論文 此外，一些信仰民間宗教的農民意識中的「千年王國」觀念被激發，在形形色色

的民間宗教首領的鼓動下，部分人鋌而走險，走上了暴亂這條不歸路。民間宗

教首領的構成比較複雜，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在向上社會流動中的受挫者，而

參與暴亂的農民中，也不乏冀圖通過暴亂來謀取一官半職者。

顯然，上述歸納還有許多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地方，以下幾點是值得深入分

析的：

第一，貧困愚昧與民間宗教。在許多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心目中，民間

宗教與貧困愚昧相關聯。官至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1950年指出，一貫道及其他

類似的秘密迷信組織存在與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人民生活痛苦和文化的落後」ir。

把這一觀點提煉一下，就是貧困與愚昧是民間宗教存在的原因。這一觀點在一

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釋1957至1965年間民間宗教的暴亂。事實上，發生民間宗教

暴亂或預謀暴亂的地點，基本上是邊遠和比較貧困的地區。貧困讓農民看輕自

己的生命，在毫無希望之際只好鋌而走險。

用今天的眼光看，絕大部分民間宗教的暴亂顯得愚昧可悲，甚至是荒唐。

貧困和愚昧只是暴亂的充分條件，並非是必要條件。理由很簡單，絕大部分貧

困者並沒有發動或參與暴亂。因此，貧困與民間宗教的反叛之間的關係是有待

深入分析的。

第二，戲劇產生的夢幻。中國有句俗話「人生如戲」。其實，從古到今，中

國歷史上的戲劇舞台和今天的影視節目基本是展示成功者，因此廣大民眾一直

羨慕戲劇中的人物，甚至視其為模仿對象，在許多民間宗教的行為中，這種情

況更加突出。從前面的一些描述中可以發現，不少民間宗教是以戲劇為藍本設

計自己的組織架構的。經歷過文革「破四舊」運動的人，應該記得當時戲劇中使

用的戲服是焚燒的對象之一，戲服成為洩恨的對象。從希望得到的羨慕到得不

到的報復，這中間沒有本質的區別。

中國的傳統戲劇中，充滿對成功向上流動者的宣傳，有的是十年寒窗式的

科舉道路，有的是梁山好漢式的造反。對於在一個由文盲構成社會主體的農

村，戲劇對農民的影響遠遠高於儒家經典和官府文件。新中國建立之後，科舉

對於農民來說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剩下當梁山好漢一途。

第三，體制內的草根階層。筆者曾經提出「社會流動模式」的概念，並對其

界定為：「讓甚麼人，用甚麼方式，在甚麼時候成功。」is渴望向上流動是人類一

種正常的心態，在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中，流動的機會是比較制度化的，也是

相對透明的。但如果社會流動非制度化、機會不公、暗箱操作，就難免產生問

題，容易讓一些自認受到不公對待的人不滿。當向上流動受到挫折後，一些人

難免有其他過激行為，這非常符合心理學的「挫折—攻擊」理論。當人感到失落

時，容易產生一些攻擊性行為。

從民間宗教成員構成來看，相當一部分人是向上社會流動的挫折者，他們

原來有一個比較好的開端，但因為各種原因受到處分，因此轉向利用民間宗教

甚至是策動暴亂來達到其向上流動的期望。這些人並非中高級官員，往往只是

基層小官吏，或者只是幹部階層的一員，筆者稱之為「體制內的草根階層」。中

國歷史上，許多率領農民造反的首領均屬於這種人，最典型的當屬黃巢、李自

成、洪秀全等人；《水滸傳》的宋江也是這類人。

從民間宗教成員構成

來看，相當一部分人

是向上社會流動的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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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如果社會是多元的，那麼民間的各種信

仰都應該有生存空間，民間各種懷有抱負者應該有公平的、多種多樣的發展渠

道，這樣，一些不應該發生的悲劇也許就不會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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